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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方式看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追求
———以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为例

张永刚

摘 要:民族文学的基本价值潜藏于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之中，在后现代文化背景下，民族文学语言方式是理解民族文学
主体追求的基本路径。在这里，必须认真对待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必须看到少数民族作家在汉
语写作中强化民族意识，寻找与汉语世界进行文化交往的方式和意义。民族作家通过汉语写作重建民族文学，获得真正
的话语权利，最终形成有意味的少数民族文学语言方式，使民族身份意识和文化认同变成具体文学现实，必然最大限度
提升少数民族文学品位，丰富中国当代多民族文学这个多彩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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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the national literature is embedded in the pursuit of its subjectivity，and in the post － modern
cultural context，national literary language is one essenti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 of the subjectivity pursuit in national litera-
tures． In terms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darin Chinese language and minority languages，the efforts of minority
writers should be noted for their using Mandarin Chinese to strengthen their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ty and search for the ways
and meanings of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the world of Chinese language． By writing in Chinese，minority writers attempt to recon-
struct their national literature，to gain discourse power，and eventually to formulate an influential minority literary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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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inority literature and enriches Chinese contemporary multi － ethnic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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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价值潜藏于少

数民族文学主体追求之中，如果我们试图深入了

解少数民族文学主体行为的基本特征及方式，必

须对民族文学的语言状态进行深入解析。这不仅
因为文学是语言艺术，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后现代

背景下主体化问题只有在话语实践中才得以形

成，也只有在话语实践基础上才能解决文化认同

等一系列主体追求问题。
这种思想起自米歇尔·福柯。福柯在审视笛

卡尔式的理性主体观念时发现权力与知识的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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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认为它导致了话语对主体的规训作用。说
得更具体些，主体性正是通过话语方式产生的。
主体性是话语的产物，而话语又是权力的产物。
因此主体研究的关键不是去认识主体所思考的东

西，而应转向主体的话语实践分析。这种思想影
响了斯图亚特·霍尔。霍尔明确指出，文化认同
在话语实践中形成并在话语实践中发展，如果离

开话语实践，认同就不存在。所以，认同正是经由
语言才得以产生，并由语言来充分展示的。
在后现代思潮中，语言及其话语方式就这样

成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是思想形

成的表征，而且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根本，语言当然

也因此变得更为复杂，“语言，因其固有的物质
性，成为政治和理论领域里统率各种互不相干成

分的共同标准。因此，历史理解的全部活动都依
赖于由语言决定的指涉模式。”同时，“作为从不
停息的机构化进程的产物，语言具有强化、诱惑和
说服的功能，但是，因为这种力量藏匿于概念和思

想内部，所以显得十分隐蔽”( 鲍威 122; 133) 。的
确，在话语的世界里，种种复杂的意义在悄无声息

中汇集，形成强大的力量。
在特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民族中，主体性会体

现出更强烈的“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内
涵”( 金元浦 132 ) 。当它形成文本，不仅会带有
普遍的文学话语含义，还会涉及多民族语言运用

的复杂意义。在这里，主流社会通行的汉语，以及
汉语中更为规范的普通话，与少数民族母语之间

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中的潜在力量，

将民族作家的创作置入多重选择的艰难之中，并

渗透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意义。以当代西南边疆少
数民族文学为例，我们可以充分看到语言的这种

复杂性。因此，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
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行为以及文学价值的深入

理解，我认为，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最终也只能在

语言中才能完成。

一、汉语与少数民族母语

有一个悖论性的现象是我们讨论少数民族写

作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汉

语与少数民族母语的运用问题。历史上虽然存在
大量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它们用不同民族母语创

作，具有十分纯粹的民族特色，但现代意义的中国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则通常使用汉语写作，“汉语
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已经是我们观念中约
定俗成的少数民族文学基本样式。
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决

定的。在所有的文化认同中，国族认同具有首要
意义，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国家其实是一种自我生

存方式，它以实施行政管理和释放意识形态强力

将个体纳入其中，也将各个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

整合而为统一的“国族”。麦迪逊说: “人不是天
使，所以需要国家”( 264 ) 。对于一个国家的文
化，国族意识发挥着巨大的纽带作用，“即使是最
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

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

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6 －
7)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这种民族的“意
象”实际上会更为强烈地体现在国族“意象”中，
因为没有国家观念的民族观念实际上是没有灵魂

的，无根的，因而也是难以存活的。在中国，“中
华民族”就是我们 56 个民族的国族概念。在此
前提下，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作为中华民族的

一员，采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从

而使绝大多数民族( 国族) 成员能够接受，与此同

时，各民族作家也在这个广大空间中获得文化认

可，得到更为巨大的价值回报，这仿佛是天经地义

的事情。
在后现代背景下，有一种观念认为，少数民族

作家使用汉语进行创作，这是主流社会文化殖民

的结果，少数民族文学应该运用少数民族自己的

语言进行创作，应该在内容和形式上彻底少数民

族化。这种看似合理的观念实际上并无现实价
值，或者说它只看到问题的一半。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所生活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

族认同高居于其他认同之上。后殖民主义文化理
论是基于世界范围( 或者说是跨国别) 的不平等

文化传播所形成的理论，它旨在表述西方世界对

东方文化的歪曲理解和与之相适应的长久的文化

改写行为。在文化殖民中，宗主国通过本国语言
的推行等手段，“增加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文化
的认同［……］最后实现其文化的新殖民主义”
( 姜飞 166) 。显然，这并不适合用来解释一国之
内的文化同一倾向。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共同体作为一个确定事实所决定的国族文化想

象，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合乎主体民族汉族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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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合乎其余 55 个少数民族的需要———除非可以
否认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换言之，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不可能离开“中国的”限定，这种限定在语
言上体现出来，那就是汉语在总体上会逐渐成为

约定俗成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语言，占据文学书

写的主要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汉
语化历来是一个总体趋势( 即使在非汉族统治的

朝代也不例外) ，其原因正在于此。可见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使用汉语，在这里既有国家意识形态

意义，又有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上的意义，其内在的

强大力量是难以更改的。
但是，问题还有更复杂的一面。由于认同是

多层次的，“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在体现多民族
国族认同的时候并不能同时解决不同民族自身文

化认同问题，因此长久以来，实际上也存在着少数

民族作家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情况，①这

些用民族语言写就的作品，在本民族的较小范围

内流传，一般难以形成较大影响。而在一些特殊
时期，汉语的普遍运用形成了对少数民族自身文

化认同的强烈挤压，致使民族身份焦虑和文化选

择困惑不可避免地出现。后现代正是这样一个时
期，随着人们的文化多元观念和个人意识日益强

烈，文化认同带来的矛盾也就更为突出。其典型
表征就是在文学创作中形成民族母语写作的强烈

渴望———它不仅体现为观念上的冲动，还带动了
实践上的尝试，②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不仅将母语

写作当作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本路径，甚至将之

视为文化权利的象征，或者文化坚守的体现。语
言的意识形态意义被异常放大。正如美国学者马
克·波斯特所说，“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
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

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 169) 。因此在表
达母语与汉语基本关系的时候，少数民族作家的

言辞往往带着明显的激动与急切:

每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绝无仅有的

世界观、文化、哲学、思维方式，都是人类
珍贵的无形遗产，一旦消失，最终可能导

致此种文化的消失。母语消亡，是民族
消亡的前兆。因此我想通过诗歌唤起母
语人群对母语的自觉，让沉睡的心灵重

新沐浴和感知母语的魅力，心灵深处得

到净化和超越; 也提醒“他者”对人类各

阶段和各类型的母语给予足够的尊重，

从而实现多元文化的灵与灵的对话。对
母语的坚守，就是对某一种人类文明样

式的尊重、保全和承续。母语写作是一
种拯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用彝语

写作，不是要获得多大的名利，而是一种

知识分子的文化良知所使然。在我们这
一代我还有能力用自己的母语思考和表

达我所认知的世界，我干嘛要放弃呢?

如果自己不写的话，靠哪个呢? 即使我

的子孙无法再使用彝语叙事和抒情，那

就让我成为彝族母语叙事和母语抒情的

终结者吧! ( 阿库乌雾)

这是坚持母语写作的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一

段话，很典型地体现了民族作家在当代文化自觉

时代对自己民族母语的钟情与依恋。语表的背后
躁动着少数民族作家身份意识觉醒后的责任感和

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强烈愿望。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中，云南哈尼族诗

人哥布是热衷于哈尼族母语写作的诗人，在母语

写作中极具代表性。“哥布是一位对母族文化有
强烈认同感的民族诗人，母语一直是他捍卫民族

文化的最强烈的方式”( 马绍玺 89 ) 。他用哈尼
文写成《母语》、《遗址》等诗集( 出版时又有汉文
对照) ，他的写作被誉为“从大地的根上发出的声
音”( 于坚 1 ) 。不仅哥布如此，对于当代西南边
疆少数民族作家，母语写作的魅力几乎是无限的。
请听贵州当代彝族女诗人禄琴( 原名阿单玛玮)

的低声吟唱———

我可以在任何环境随意歌唱

却无法走出村口伸向远方的小路

无法走出结满果实红红的树林

无法走出在异乡听到问候时

那种幸福的感觉

———《母语》

这是又一首用“母语”命名的诗作，在作者心
里，彝族母语就是那样充满内在的力量，它带着

“彝人的血脉，在这片土地上延伸”。诗歌毕竟是
一种最敏捷的艺术，它细致地呈现了母语引发的

民族作家心灵中最细微的变化。
·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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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与亲和自己民族的母语，渴望用民族母

语进行言说，这种个人愿望在后现代背景下是如

此质朴与强烈，不断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众多作

家笔下迸发出来。它使我们感到，西南边疆少数
民族作家心灵深处压抑着的关于话语方式的本真

冲动已经导致了一种质变———人们对文学上的汉
化由忧虑转化为一种文化上的警觉。这与建国初
期自觉融入主流话语的追求大相径庭。
“宁肯欧化，也不汉化”正是这种转化的一个
证明。这句宣言式的口号出自一位藏族青年作家
之口。它使我们突然惊觉“汉语的”少数民族文
学在远离少数民族文化的路上已经走得如此之

远，以至于导致了如此强烈的逆反心理。确实，中
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长期跟随主流文学脚步，亦

步亦趋，几乎成为主流文学的翻版，久之，所谓少

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文化特质被抽空，许多作品只

能通过作者族别来定义它的族属。可以说，这既
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成就，又是它的一种损失。
如何在国族认同和少数民族认同之间寻求恰

当的平衡，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方面成为中国

多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又是具有生命力

的“民族的”文学，这是后现代背景下我们应该深
入思考的问题。基于此，我们不能将“宁肯欧化，
也不汉化”这类想法作简单的意识形态解读，而
应将之放到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

学发展关系中理解它对民族文学建设的技巧性与

策略性含义。从此角度，我们发现“欧化”确实有
利于激活日渐板结的“汉语的”少数民族文学思
维定势，使其恢复或增强对各民族文化与生活的

容纳与表现力。诚如张直心所言: “‘欧化文体’
又称‘翻译语体’。在云南少数民族作家寻找自
己的声音的迂回曲折中，它意味着什么呢?”“如
果说云南少数民族作家一度因其对‘民族形
式’———也即汉话本、古典白话小说传统的偏至
执守而作茧自缚; 那么，直接从翻译语体中吸取养

分，藉那些新奇的、现代型的语言、形式之促，则助
成了他们从凝固的话语秩序的羁束中脱颖而出”
( 张直心 100 － 01) 。应该说，后现代多元文化格
局正在促成一种开放的文学视野，二元对立思维

方式并不有利于这个多重选择的世界，因此在文

学语言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宁肯欧化，也不汉
化”之说虽然偏颇，却也不无裨益，“假若我们不
再戴着‘阶级斗争时代’那副老式花镜去审查这

句话是否藏有什么‘叵测的居心’，而是从民族文
学介入国际性交流后理当获取各色各样的选择权

这样的文化学角度来积极理解，便不难认定这句

虽不无偏颇的短语所包含的一份难得的悟性”
( 关纪新 朝戈金 71) 。
毋庸讳言，倡导母语写作确实带有规避汉化

的倾向。表面看这也确实具有回归民族原在生活
的功效，但实际上却不能形成更为有效的文学方

式。我们知道文学活动是一个由作家到作品再到
读者的过程，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创作，阅读、
交流、沟通也是这个过程的重要内涵。要实现这
种丰富性，在语言选择上，它不取决于作家是否具

有母语写作能力，甚至是否用母语写出了作品。
而在于这些作品是否可能获得广泛的接受，是否

在这种接受中实现了丰富的文学价值。在统一的
多民族的中国，文化共同体是赋予文学最大价值

的场域，它带着天然的整合之力，这是任何作家，

包括少数民族作家都无法拒绝的空间。而这个共
同体中流行的共同语言是汉语。说到这里，逻辑
似乎又回到了它的原点，汉语的巨大力量再次显

现出来。直白地说，要么你满足于母语写作的狭
小空间，要么你以种种方式回到汉语，以追寻民族

文学更大的影响价值。这是一个悖论式的选择，
它考验着少数民族作家的智慧与胆识。
因此，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

关于语言的运用常常形成种种矛盾现象。比如有
的作家用母语写作作品，出版、发表时又将其译为
汉语( 像哈尼族作家哥布那样) ; 用母语创作的作

品，又有待进行汉语翻译，而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

原创性流失，产生新的遗憾; 有的作家干脆运用双

语创作……面对这些复杂情况，主流文学世界的
积极作为再次体现出来，国家将母语写作作为少

数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加以鼓励，但同时又

重视母语文学对汉语的翻译工作; ③据报道，云南

计划每年出版十部民族母语文学作品; 少数民族

地区的传媒( 广播、电视) 也开辟了民族母语节
目，等等。种种现象说明，关于民族文学语言的运
用，主流文化其实始终掌握着主导性，体现出鲜明

的强势色彩。那么，通过汉语写作来认同并弘扬
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到底在哪里?

二、汉语写作中的民族意识

如果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更多地只是表达了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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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民族感情，满足了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文化身

份认同的心理需要，并不能形成中国主要的民族

文学活动方式，我认为，通过语言来认同并弘扬民

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必须更多从汉语写作入手。少
数民族作家在重视母语写作、探索双语写作的同
时，应该着重探寻通过汉语写作重建民族文学的

途径。
就像福柯、霍尔等人所言，语言既然具有重构

现实的能力，认同既然要在话语中才能发生并得

以实现，那么在话语权的角逐场所，汉语其实提供

了一种巨大的可能。换言之，成功地用汉语表现
少数民族的生活与心灵世界，少数民族的话语权

利才会被有效证实。少数民族母语写作是汉族知
识分子和大众无法进入的世界，在一个没有对手

甚至没有倾听者的地方，所谓文化权利的争取，文

化认同的努力，甚至这一切发生与否实际上并无

太大意义。孤独言说的实际效果几近文化失语。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汉语都可以说是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无法离开的世界。既如此，以主动姿态使
用汉语，甚至改造汉语，使之更适合表达民族生活

与民族文化，从而体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应该是

后现代背景下一种更富现实意义的选择。
在使用汉语是否会导致深度汉化问题上，我

赞同这样的观点:“采用汉语写作，并不意味着必
然选择‘汉化’的文体。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写
作，在尊重汉语言基本结构法则的前提下，完全可

能也应该重新组织和创造有民族意味的形式

［……］因为文学语言不仅仅是内容的载体，它本
身就意味着内容，意味着某种文化”( 张直心
95) 。实际上，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创
作中，白族作家张焰铎、景谊，佤族作家董秀英，哈
尼族作家哥布、黄雁、存文学，彝族作家吉霍旺甲
等等都在灵活使用汉语中增加了对民族生活表现

的力量。
后现代是一个既注重多元文化并存，又注重

交往与对话的时代。文化( 包括语言) 一方面具
有强烈的趋同倾向，一方面又存在多重选择可能。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对汉语的运用中，如何

加强少数民族意识，体现少数民族文化特色，上述

想法并非只是空泛的倡导，也有成功的实践提供

了佐证。主要体现在:
1． 民族地域方言的运用
西南边疆是中国富有特色的地方，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自然环境尤为这样。奇丽的
山水、民俗和民族语言带着特殊韵味，它促成了不
同特色的方音方言。少数民族作家在运用汉语创
作的时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方言融入其中，使

文本中的汉语明显地增加了少数民族意识和文化

意味。方言的这种表达效果之所以形成，是因为
人类的感觉经验无限丰富，但人类的语言则始终

有限，言不尽意，意不称物，语言永远无法满足感

觉表达的需要，即使汉语也不例外，新的词语提供

的往往是一种新的感觉经验，方言的鲜活性正由

此产生。与此同时，“人类异常丰富的经验需要
经过语言这层纱布的过滤，才能呈现到人类的意

识之中。而且词语一旦形成，就会脱离人生并有
遮蔽人生真相的可能”( 季广茂 28 ) 。语言因此
具有再造现实之功能。巧妙地运用民族方言，民
族意识也就可以在汉语写就的文学世界中再造少

数民族的某种现实和心灵。因此我们不可小看方
言所包含的民族意识的表现作用。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中，哈尼族作家诺

晗较强的语言运用能力就明显体现在将汉语普通

话与本土方言结合使用之上，在小说《蕨蕨路》中
诺晗写道: “牯子在盘盘曲曲的村道上，悠哉游
哉，向牛圈走去。骑在牛背上的牧童，篾帽倒扣在
背上，蓑衣披着，小巴乌别在蓑衣下的系腰带上，

小腿一摇一摇，打着一声两声尖厉的唿哨”( 132
－33) 。“牯子”、“篾帽”、“巴乌”、“别”这些词语
在汉语词汇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这样的文学语
言，使人感到鲜活，原因正在于方言带来了民族特

色，使少数民族思维的简朴与粗粝得到十分明显

的表现，同时也使民族的感觉方式、表达方式以及
作者的审美方式形成了特点。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中，像诺晗这样巧

妙运用方言俗语来展现少数民族意识，将汉语与

方言俗语融合在一起，不让汉语形成强势的言说

力量，从而将本民族独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突出

出来，给读者带来陌生化语言感受的作家不在少

数。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在《那年的牛头谷》中也
体现出这种特点。他写道: “接着，就是铲各家菜
园里的肥土，说要是不铲上面会长什么主义。黑
沙想了许久，也没能把主义想透，他想那主义一定

是像龙舌兰一样带刺的东西，不然为什么怕它长

出来呢?”( 6) 。“这些人啊，什么民兵也好，队长
也罢，大家不都是喝一座山冒出来的泉水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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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尼人吗? 什么坏分子好分子，黑人红人，不都是

那些做官的作弄人的圈套吗? 再说这几年，就是

用根铁索子拴棵树也该松松绑了，怎么现在反而

把索子愈勒愈紧呢? 这是人啊。也可怜那些跟在
人家屁股后面转的，上面的叫几句他们也顺嘴哇

哇地吼几声，他们也只能是些地上的天狗蚂蚁”
( 21) 。在这样的作品中，正是方言将人物置于了
一个特定的语境之中，使我们看到了地处边缘的

哈尼族山寨对那个时代流行生活的质朴认识。方
言的使用在此巧妙地否定了当时那种革命话语，

流露出无意识( 或低视点) 中的大智慧，也彰显了

哈尼族人本真的性格。
贵州彝族作家吴勇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水

西悲歌》充满了富有地域风情的民族方言，像“老
熟脚”、“黄豆儿”、“箐林”、“大海碗”、“刺芭林”、
“曲里拐弯”、“站稳罗哟”等就是这样; 再看作者
笔下的猴儿关，“靠关的一户彝寨，总有数十户人
家，茅屋红壁，炊烟袅袅，云空射下来的一抹夕阳

照射在寨旁盛花的梨园里，竟展现出一种胭脂

色”，在这些语言的方言土味中，黔西北独特的民
俗民情让人历历在目，印象鲜明。
在文化意义上，不同的方言其实是不同的世

界观的一种体现，它们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社会的，这些彼此不同的方言或话语系统不仅仅

包含着对事物的不同命名，也包含着不同的评价

体系、价值体系( 耿占春 167) 。那些在标准普通
话中难得一见的词语，使少数民族文学语言产生

了陌生、质朴的山野之感。可以说，正是独特的方
言在少数民族汉语写作中的出现，使少数民族文

化意识最小限度得以保持。
2． 民族神话叙事技巧的展现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有着丰富的神话资源，有

意识地使用民族神话叙事，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

作家在汉语写作中的一个话语技巧。就云南而
言，“由于迟缓的社会历史进程的代偿以及封闭
的地域环境的蓄积，云南边地不仅沉淀着极其深

厚的神话意识; 而且至今仍遗存着俨若‘活化石’
的神话形态”( 张直心 142 ) 。自新时期以来，民
族作家不仅发现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学资源，而

且意识到这些神话、仪式、民间故事等在活化文学
语言表达上所具有的价值。可以说，正是神话叙
事方式得到技巧化运用，才使后现代背景下少数

民族写作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不至于彻底流

失。
每个民族的神话都带着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

记忆，神话甚至就是一个民族的早期认知思维和

文化表达的集中体现。“按照一般的看法，神话
并不是史前时代或原始时代的个人创造，也不是

个人某种想象力的产物，而是在一个种族或民族

中经过世世代代长期流传和加工而成的”( 朱狄
651) 。神话因此充满集体无意识和原型意味。
“现代作家所使用的个体的神话诗学，既是通过
对集体意识、集体经验的普遍历程加以个人化的
构拟，以进入创造性的个人的神话，也是对现代社

会杂乱经验的整饬，赋予暧昧的个人经验及其内

部活动的一种神话类比和象征结构”( 耿占春
258)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神话叙事进入其汉语
写作中所形成的效果也与此相类。文学内容的丰
富性是由语言体现的，在这类优秀作品中，民族神

话叙事技巧性地改造了汉语，使其带上神秘色彩

与丰富意义。
哈尼族作家诺晗的小说《白鹇梦》、艾扎的

《白鹇树》都运用了神话叙事技巧。《白鹇梦》穿
插叙述了的哈尼族的民族历史，白鹇妈妈是传说

中哈尼人的先祖。主人公虻收从小就听阿妈讲了
白鹇妈妈的故事，她已经将白鹇妈妈当成了精神

的信仰; 虻收又把这个故事讲给了儿子阿嘎，以鼓

励儿子坚强。但是精神的重重打击，还是摧垮了
虻收; 虻收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还在做着追逐白鹇

妈妈的梦。她梦见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她飞起
来了，她变得年轻了，这个世界风景美丽，她在这

个世界轻松愉快，她在这个世界尽情飞舞，她看到

了一排白鹇，便追逐而去。作者通过神话完成了
超现实的文学表现，同时展示了对哈尼族传统文

化的认同心理，作品的语言因神话叙事技巧的运

用而变得十分亲和畅达。
佤族作家董秀英《摄魂之地》等作品在语言

上的新奇也来自于这种关于本民族的神话叙事。
可以说正是神话叙述才构成《摄魂之地》的语言
特点和语言张力。在《摄魂之地》的“现实生活”
中，主人公叶嘎的阿妈和阿爹一直住在岩燕洞，直

到死都没有回过部落。他们在死之前，却一定要
到出人洞磕头，因为出人洞是布绕克人的祖宗居

住的地方。小说还叙述到部落每遭遇一次劫难，
长奶女人都出来拯救他们。小说耐人寻味的是在
解放军进入布绕克部落，试图启蒙阿瓦人时，阿瓦

·081·

文艺理论研究 2014 年第 1 期



人却不相信，“什么解放不解放的，没有听说，慕
依吉神没有告诉过我们阿瓦，人间有叫解放的好

人”( 董秀英 269 ) 。为了阻止砍人头，安木嘎砍
下了自己的头。小说没有告诉我们是否制止了砍
人头行为，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悬念。它暗示阿瓦
人并没有被简单启蒙，阿瓦人信仰的依然是慕依

吉神。读完作品我知道，野蛮对文明的抗争具有
巨大力量，这个力量的来源及源源不断的动力，正

在于那个永不消散的神话。可见，这虽然是一部
汉语的作品，董秀英还是借助神话叙事向母族文

化靠拢，展现了鲜为人知的佤族生活和民族意识。
在当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写作中，民族神话

叙事是相当普遍的。不仅诺晗、董秀英这样做，还
有我们尚未提到的韦其麟( 壮族) 等大批优秀作

家，都以这种神话叙事技巧展现了少数民族文学

思维的独特性，因之产生的语言效果，对占主流地

位的汉语形成了积极的影响。
3． 民族奇异性的展示
过去，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被歧视为“蛮夷”、

“南蛮”，主要原因是大汉族主义极端化思维作
祟，但也说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确实具有独特性。
在后现代背景下，这种特点正在转化为一种文化

资本。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汉语言写作中，展示
这种民族奇异性，不单单是对文学内容方面的要

求，也是对文学语言上的要求。粗犷直硬的语言
对于精英文学和主流文学也许是一种缺陷，但对

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来说则是一种质地，它

可以契合西南边地民族生活与性格的素朴本真，

形成原在的表达张力。将这一粗犷、质朴的语言
品格凸显出来的作家，其作品中自然充盈着民族

意识。苗族作家李必雨在展现民族奇异生活方面
就很有特色，他的代表作《野玫瑰与黑郡主》是具
有影响力的作品，这种影响力正是来自于将远离

主流社会和政治中心的边地生活的“特异性格”、
“异域色彩”表现出来的结果。

三、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

与中国所有少数民族的写作一样，后现代背

景下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在语言上的思考与探

索，并无成规可循，需要创作的勇气与智慧才可以

有所收获。正如利奥塔在《后现代处境: 一份知
识报告》中谈到，后现代的可能就是在现代性中

将再现的不可再现之物展示出来，它拒绝了美的

形式之慰藉，拒绝了集体分享不可接近之物的怀

旧感，拒绝了可能的趣味一致，它探索新的再现

物，却不是为了欣赏它们，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更强

大的不可再现感。一个后现代艺术家，或者一个
后现代作家，也处在一种哲学立场上: 他所写作的

文本，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在原则上并不受预先

建立的规则的制约，它们是不可能根据一种确定

的判断以及将熟悉的范畴运用于文本或作品来进

行评判的。而那些规则和范畴恰恰是艺术作品正
在苦苦寻觅的东西。因此，艺术家和作家为了表
达未完成作品之规则，就必须撇开这些规则而创

作( 81) 。事实就是这样，撇开规则而寻找规则，
才能在多元多样的文化环境中找到新的路径，使

深受汉语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语言成为新的有意

味的民族文学语言。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把本民族语言中鲜活

的词汇、语法以及由此连带着的陌生化的民族思
维运用到汉语言说中，在一些特殊文本中又运用

神话叙事技巧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内容，形

成独特的文学语言方式，这一方面增强了民族文

学的表达效果，传达出特有的民族气氛和民族气

质，另一方面也使逐渐格式化的汉语增强了新的

表现力。可以说在运用汉语形成有意味的民族文
学形式的过程中，其努力是积极而富于创意的。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写作中，有意味的民族

文学语言也就是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民族身份意

识和文化认同感受，带着少数民族感觉与言说习

惯，具有一定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学语言。它可以
由民族母语构成，也可以由汉语构成。从上述分
析我们知道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大多采用汉语

进行创作，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经完全汉化。在
其作品中本民族的文化精髓往往通过富有特色的

语言流露出来。
彝族作家罗庆春和徐其超就汉语对彝族生活

的表现问题作过较为细致的探讨，从中我们可以

借鉴所谓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的构成方式。罗
庆春和徐其超认为成功表现了彝族生活的汉语文

学语言有三个逐渐深入的层次。第一层次是题材
内容的记叙层，即运用汉语去记叙有关彝族的历

史文化、生活境况、情感历程等; 这一层是汉语表
达方式与彝族文化题材的表层碰撞与表层结合。
第二层是文化意义的表现层，就是运用汉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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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努力地通过自己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来尽量传

达出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第三层次是观
念意识的超越同构层。进入这一层次的汉语不再
是原来意义上的汉语，或者说不再是汉文化意义

上的汉语，而是一种经过了彝族作家、诗人全面变
构后用以表达和承载本民族文化发展体系的新的

汉语( 杨红昆 欧之德 33) 。尽管这只是针对彝族
汉语文学的论述，但它适用于理解整个西南边疆

少数民族文学的汉语创作问题。使用汉语又不为
汉语所限制，而是打破了汉语的习惯思维方式和

表达方式，使之成为表达本民族独特思维和独有

文化之载体，最终突破汉语规范，一定程度活化了

汉语，有意味的民族文学语言便告成立。
佤族作家董秀英可以说是“汉语民族化”的

优秀典范。民族方言土语与语言结合，加之神话
叙事技巧的运用，使她所使用的汉语产生了独特

的效果。《摄魂之地》是董秀英最优秀的作品，它
的开头部分充满了晨光初现的淳朴的生机———

利吉神造出了地，路安神造出了天。
接着造了水牛、黄牛、马、鸡、狗、猪、

马鹿、麂子、熊、老虎、猫……
神在地上造了树，造了人，把人装在

巴格岱山的一个石头洞里。
人在石洞里很闷，就放声大哭起来。
［……］
“岩洞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进来。”
阿瓦人不清不楚地瞧见一个长奶女

人推开石门。
阿瓦人进了石洞。
大雨下来，雨点滴答滴答，打歪了小

草，打疼了树叶。阿瓦人在石洞里从头
到脚干生生的。
石洞的墙顶上有岩燕的房子，雨来，

它们都回到窝里。
大雨走后，阿瓦人找到了土地神。
“你们人怕雨淋，就学着岩燕一样
盖房子。雨来躲雨，风来挡风，日头毒时
遮光，夜里在里面睡觉。”
阿瓦人回到了三棵黄心兰树下。他

们抓了一竹箩活老鼠，砍下老鼠头、祭在
三棵大树根上。在淋着老鼠血的地方学
着岩燕盖了房子。( 董秀英 55 － 58)

在这样的语言中，作为自然之子的佤族人，他

们的出现是何等自然、洒脱，充满了初民的单纯与
灵性。我们再看它的粗犷与狂野———

叶嘎的阿公一飞剽过去，没有插进

心脏，而是戳进了屁股肉上。野牛扑向
阿公，阿公来不及躲闪，被野牛挑了一

角，脑袋开了花。木软向野牛冲去，野牛
死命朝他撞来，一角挑破了他的肚子。
肠子吐出了肚皮，木软的肠子拖在了落

叶上，有的挂在小树上，他清理着，一点

一点塞回肚子里。

砍头英雄老木软让他身后的一窝女

人，烧一堆柴火，他拿着砍头刀，很快割

下了一团他的脚腿肉，擦上盐巴，在火上

烤熟后，放到鼻子上闻闻，在刀口上划成

两半，上下掂量了一下，一半他放在嘴

里，另一半要老长奶递给解放大军。
( 董秀英 210; 278)

这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景，对典雅的汉语审

美惯性形成了挑战。它们跳荡的节奏随着连绵的
动词一起急速闪现。在这些陌生化的语言中，你
首先感受到的是少数民族文化还是汉文化? 结论

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肯定，它们将读者带入了佤
族部落原始的生活姿态之中，表现了鲜活的，同时

也使我们感到奇异陌生的少数民族原生态生活情

景。董秀英作品的话语方式中还有一种纯朴的万
物有灵观念，其大自然意趣盎然，民间文学那种天

然的诗化意味在其笔下自然流淌，带来了少数民

族原始文化的浓厚气息。可以说董秀英笔下的汉
语具有了一种陌生化疏离化的佤族式语言味道。
对这种汉语佤族化的感受，云南著名作家黄尧评

价说:“最直接的感受是它象一条打满结子的绳
子，圪圪瘩瘩的，不那么顺畅，然而它的整体状态

可以传导一种仿佛木鼓似的‘咚咚声’———沉滞
但不呆板且弥漫着广远的恢弘，佤族的那种无尽

的灵性就在每一个音符的间隔里蹦了出来，活脱

脱是人是鬼”( 89 － 90) 。这种活化了的汉语其新
异的审美冲击力是可想而知的。张直心说: “董
秀英文本因其无蔽而透露出的语言的粗莽、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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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力地刺激着语言洁癖者日趋雅化、纯化、钝化了
的感觉”( 113 )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学的语
言运用过程中，董秀英的写作是一种创新，也是一

种昭示，值得我们长久深思。
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乃至整个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中，汉语与民族母语的基本关系是一个

极为复杂的问题，文化认同的丰富意义在语言的

使用中不断浮现，既导致文化上的矛盾与冲突，又

提供了寻找新的解决方式的巨大空间。从西南边
疆少数民族作家角度来说，文化权利的争取使之

十分关注语言问题，然而，无论在文学理论上寻找

答案还是在文学现实中探索路径，语言的选择与

运用都需要智慧与胆识，非此即彼的绝对化的二

元对立思维只会带来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损

害。反之，以多元多样和谐并存的宽容胸怀，思考
汉语与民族母语的基本关系，获得宽广的文学与

文化表达空间，对于汉语和少数民族母语都是有

好处的。这也正是后现代背景下文学发展的基本
思路。“能否对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做出重大
贡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少数民族汉语作家、诗
人能否很出色地完成本民族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

方式的深层凝合”( 杨红昆 欧之德 32 ) 。我们相
信，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现实生活之中蕴藏着丰

富的语言资源，当它找到与汉语的恰当的交往方

式，它们便能互补共存，在多向度文化认同中最大

限度地丰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当然，最终也

将最大限度地丰富中国当代文学。

注释［Notes］

①在母语写作中，用维吾尔语、藏语、朝鲜语、彝语、蒙古
语等写作的文学作品较多。

②据阿牛木支( 彝族) 研究，当下用彝族母语写作的作家
已蔚为大观，阿库乌雾、阿鲁斯基、木帕古体、阿洛可斯夫
基、贾巴甲哈、贾瓦盘加、阿蕾、马海汉呷惹、时长日黑、沙
马加甲、石一打达、阿力布且、阿呷依布、曲林、阿来果铁、

依乌、尔古阿木、布约伍呷、阿惹里夫、阿说伍萨、吉子拉
洛、罗洪呷体、吉克拉尔、阿西伍呷等都是有成就的彝族
母语作者。彝族诗人阿库乌雾的母语诗集《冬天的河
流》、阿鲁斯基的母语散文《放野鸡》、木帕古体的《灵魂在
飘荡》、阿洛可斯夫基与贾巴甲哈共同演绎的母语长篇散
文诗《情满凉山》、贾瓦盘加母语长篇小说《火魂》都是有
影响的彝族母语作品。参阅阿牛木支:“彝族母语文学的
文化生态与现代书写”，《文艺报》，2008 年 12 月 18 日。

③2007 年 5 月 29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
和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全国人口较
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在北京开班。开学式上，中国作协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金炳华就指出，我们设立了少数民族
翻译基金，将少数民族母语创作的作品翻译成汉语，将汉

语的优秀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这样，可以让更多
的读者读到用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作品。目前这些工程
已进行了两年。据统计，目前，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都已拥
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作家，一些人口较少民族不仅拥有

了自己的第一代书面文学作家，而且开始形成自己的作

家群。因此，近年来，少数民族母语创作和翻译工作也得
到了加强———蒙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
柯尔克孜语、彝语、傣语、哈尼语、景颇语、傈僳语、锡伯语
等民族的母语创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少用母语

创作的文学作品得到了及时的翻译和介绍，在文学交流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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